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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诚感。”1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2、应该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的宣传，不要强化民

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吸取了教训，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

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

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

行政区无异）、用地区优惠代替民族优惠。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

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

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废除了 1934 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

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 

    3、要科学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也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

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在称呼国内各民族时没有用“нация”，

而用“народы”等其他表示民族共同性和血统关系的词语。在 2010 年 12 月 27 日梅德韦杰夫总

统说：“我们确实需要制定出新的办法，尽管在提到新的苏维埃共同体，人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

发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这一构成，这样的共同体不是空谈出来的，也不

取决于总统或者总书记的意志。这是几十年艰苦地做社会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40

年前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学习。俄国

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的想法绝对是有效的，没必要羞于提起它。”2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塑

造国家民族的问题。“民族自决权”也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

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权力的形式、政治管理的形式，实现自决有两种形式：区域构成

和民族文化自治，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 

 

【论  文】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内容提要：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

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为此，戈尔巴乔夫

选择了列宁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目标，试图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

权的结合，但实践的结果证明此路不通。本文分析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的原因和造成

的严重后果，总结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政治体制改革  苏维埃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斯大林模式下的政治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这一体制，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要求。对于苏联而言，我认为其主要应该是改变原来体制中的国家政权与人民分离、官员

与普通民众权利不对称的现实，实现人民的国家由人民管理的目标。但是，戈尔巴乔夫实行的以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目标的改革，并进行了全民选举人民代表的工作，实际上并未能真正克

                                                        
1 （俄）В.А.季什科夫著，高永久等译，《民族政治学论集》，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第 22 页。 
2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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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人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这一方针选择犯了战略性错误。 

 

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到 1988 年时，由于经济状况一天

天恶化，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自然被提了出来。“‘加速战略’的破产明显地表明，问题堆

积如山的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1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

从 1988 年 6 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提到首位，

开始转向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许多苏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

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

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

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

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

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

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2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

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

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

机地统一起来。”3在 1988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就达成了

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

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

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

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

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

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

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

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4戈尔巴乔夫

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

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

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

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

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

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

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

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

                                                        
1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3 页。 
2 （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9 页。 
3 （俄）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

述》，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6 页。 
4 Горбачев М.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89. С.353-354. 
5 Горбачев М.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89. С.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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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1但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

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具体任务是完善权力结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

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

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

这个人民政权机构来执行。“政治改革的实质是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的职权，把权力从共

产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的手中。”2大多数代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主张，但这种把一切权力从党又

全部转向苏维埃的做法，显然很片面。现代政治体制的原则的是分权与制衡，在现代政治中，立

法和行政、司法是各自独立、各有分工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党集中

了一切权力有弊端，苏维埃也不能集中一切权力。此外，最高苏维埃不是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的，

而是由人民代表选举的，仍是间接产生的，人民并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也不能直接反映民意。 

 

二、苏维埃本身的制度设计有缺陷 

 

    1988年 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正案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

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任期为 5 年，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享有国家全部权力：通过和修改苏

联宪法，确定国家结构、苏联国界和批准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变更，确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

批准国家计划和发展纲领，选举最高苏维埃成员等。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常设的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由人代会选举产生，成员

为 544 人。仍由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各有代表 271 人。普里马科夫院士被选为联盟院主

席；乌兹别克斯坦国务活动家拉·尼沙诺夫为民族院主席。最高苏维埃享有立法权，规定苏联人

民代表的选举，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批准政府组成人员，任命最高法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

席、苏联总检察长等重要公职人员。苏联最高苏维埃成立 14 个专门委员会，涉及国家内政外交

各个方面，联盟院和民族院下共设置了 8 个委员会，这样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有 22 个委员会。

法律规定这些委员会享有重要职权：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机关、组织和公职人员必须完成这两类

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文件。 

    苏联最高苏维埃每年有 1/5 的成员要更新，也就是说在 5 年任期内全部轮换完，最高苏维埃

成员的这种非常任性与其承担的无限职能显然是不相称的，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种

做法极不科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再像以前那样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

组成，他们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 名副主席（即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主席、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两院常设委员会主席组成。它没有

权力通过法律，其主要权限是：召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筹备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协

调两院常设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活动、协助苏联人民代表行使其职权并保障他们的必要

信息，监督苏联宪法的执行并保障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的一致性、筹备和

组织进行全民投票和公决以及全民讨论苏联法律草案和国家生活的其他重要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实际上是国家元首，它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通过无记名投

票产生，任期 5 年。其职权是领导研究应由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审议的问题；签署苏联法令，

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苏联国内状况和苏联国内外政策重要问题以及保障苏联国防

                                                        
1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7

页。 
2 ОрловА.С,Георгиев В.А, Георгиева Н.Г,Сивохина Т.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2-е изд.,М.: ТК Велби, Изд-во 

Проспект,2003，С.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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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安全的报告。需要由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选举或批准的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人选由最高苏

维埃主席提出候选人。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苏联原来体制中缺少制约和监督的问题并没有解

决。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现权力

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

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尔

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作为国

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

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苏维埃取代苏共成了新的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构，这与原来的体制并

无大的区别。苏维埃成了无所不管的职能部门，内设了五花八门的委员会，极大地制约了行政权

力，使许多问题议而不决，难以达成一致。1989 年 5 月 25 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

幕。大会是实现“还权于苏维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

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群众大会，代表大会

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2200 多名代表各抒己见，发表议论、大喊大

叫。总理雷日科夫不理解：“为什么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们包揽了那么多权力，居然能研究和决定

所有问题——从法律的制定，到国民经济的管理，一会儿行使政府职能，一会儿又行使立法职能。

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几乎完全模仿苏共中央的机构设置来设立内部的部门和机构，

只不过不叫部或局，而是叫委员会。这些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比党的机构更积极，更富有热情。他

们使用的也是行政命令手段，而且往往更强硬。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是那么在行。”1 

    尽管戈尔巴乔夫把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看成是最高权力机关，设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

质上它只能履行立法机关的职能，人数众多的苏维埃是一个无效率的机构，其内部分歧严重，难

以做出建设性决定，不可能有效领导国家。在最高苏维埃的活动开始后，戈尔巴乔夫也体会到了

这一点，“批准雷日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演变成了一场就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长时

间的很有内容的辩论。”“与此同时，开始了对政府组成的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讨论。先讨论的是部

长会议副主席的人选，有：马斯柳科夫、沃罗宁、阿巴尔金、比留科娃、古雪夫、多古日耶夫、

卡缅采夫、拉韦罗夫。随后，谢瓦尔德纳泽公布了一张长长的各部部长、检察院、最高法院各院

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属各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员的名单。”“这项议程从 6 月

底一直延续到 8 月的最后几天，坦率地说，真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雷日科夫在政治局里抱怨，

说他根本无法办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干坐在议会的会议上。”2由于代表都是兼职，许多人同时

是各部门和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要求他们把几个月的时间用在开人民代表大会上，自然会影响

行政工作。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这种大民主并没有起到促进改革的作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之后，改革开始滑坡，而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形势，它的标志完全是破坏性的。”3  

    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而且其代表要经差额选举产生，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

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提出的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承认多党制的。戈尔巴乔夫要效仿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苏维埃，

使它集立法、管理和监督于一身，这是一种“议行合一”体制。由于苏维埃组成的复杂性和人数

众多，难以形成共识，造成了改革没有领导核心。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制定出对社会至关重要的法

律，没有严格的计划。因此，到 1990 年苏联不得不转向总统制。 

 

                                                        
1 （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第 246 页。 
2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548、549 页。 
3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张达楠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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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代表的选举成为清算苏共错误和混乱的开始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由 2250 名代表组成，其的产生方式是：750 名代

表从地区选区选举；750 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 32 名，每个自治共和国 11 名，

每个自治州 5 名，每个自治区 1 名）；750 名来自全苏的社会团体（苏共推荐 100 人，代表 1900

万党员；共青团推荐 100 人代表 2600 万团员；工会推荐 100 人代表工会会员），也就是说 2/3 的

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 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与以往徒具形式的选举相比，这

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做法仍然存在许多缺点。有 1/3 的代表不是选举，而是来自于社会组织。

规定要选举数目如此众多的人民代表也缺乏根据，为什么是 2250 名而不是别的数字？如此众多

的人民代表难以形成共识，这显然继承了苏共代表大会的传统，代表们与其说来开会，不如说更

像来参加庆典。 

    1989 年 3 月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人民代

表选举同以往的选举相比有两个根本变化：其一，当选的人民代表将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其二，

摈弃了由上级指定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方法，规定实行不受限制的差额选举。苏联历史上第一

次差额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刚刚拉开帷幕，就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

与。一方面，参加竞选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有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及其他形形色色观

点的人士；另一方面，选民拥有在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而，竞选

实际上成为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主张的竞争，成为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路线中进行选择。从当

时的政治力量看，尽管参与竞选者形形色色，但竞争和选择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

当选者除“在册权贵”外，主要是激进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竞选口号主要是号召“建立

民主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有保障、清洁环境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候选人都在选举中

战胜了‘官方’的竞争者，这反映了政权的严重危机1。在俄罗斯联邦有 232 人参与竞选，结果

有 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 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有 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

选举中获胜。2在俄罗斯的 645 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 28％，党和政府官员占 21％，工人占 16％，

企业管理人员占 14％，农民领袖占 13％，农民占 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 37％
1。 

    根据新选举法规定的竞选程序，首先要在基层单位进行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通过竞选决

出选区人民代表候选人提名，再通过竞选决出选区人民代表候选人，而后这些候选人正式参加人

民代表的差额选举。由于提名候选人往往超过规定候选人人数一倍至数倍，决胜者须过五关斩六

将，竞争极为激烈。但是，苏共推荐的 100 名代表是在 1989 年 3 月 15—16 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确定的，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高级领导人。在选举人民代表时苏

共领导层实际上开始形成界限分明的两派，有 59 票反对雅科夫列夫（47 票反对乌里扬诺夫），

这些投反对票的人无疑属于党的保守派的核心；反对利加乔夫的有 78 票，这些反对利加乔夫的

人是苏共中央赞成改革的部分。由各社会组织选举 750 名人民代表的做法受到攻击，许多人认为

他们是“非人民选举”的代表，是人代会中的保守派，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很多是很有社会威

望的人，也包括反对派人士，其中有：萨哈罗夫、利哈乔夫、扎雷金、拉夫罗夫、格拉宁、波波

夫等。 

    仍是苏共党员的叶利钦在选举过程中公开批评苏共，向苏共提出挑战。面对苏共内部对立的

状况，苏共中央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和采取对策，戈尔巴乔夫声明他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思考，

                                                        
1 Козодой В.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ибири(1989—август 1991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5. С.82. 
2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2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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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最后建议建立由苏共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并向苏共

中央非常全会提出自己的结论。戈尔巴乔夫点名让梅德韦杰夫（有可能的话作为主席）、拉祖莫

夫斯基、普戈、扎特沃尔尼茨基等人组成这个委员会，但决议未被全体人员所采纳，委员会的最

后确定是在几天以后，但没有公布。“委员会最后完成了其任务，其成员详细研究了叶利钦发表

的许多讲话并形成了一个不长的文件（4 页纸），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尽管有一些主观的评价，

但总体上这些讲话与选举前党的宣言、党的政治路线不矛盾。”2叶利钦成了让戈尔巴乔夫等人头

疼的人物，在 1989 年 5 月 20 日，即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人代会前政治

局势时，专门讨论了叶利钦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不要跟叶利钦进行一次电话交谈，雷日科

夫强调不要跟他发生对抗，利加乔夫表示要在这次或下次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梅德韦杰夫也

反对对抗，强调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扎伊科夫反对这么做，提出应该给叶利钦工作。切布里科

夫也反对跟叶利钦对抗。谢瓦尔德纳泽认为现在没必要与叶利钦直接接触。最后戈尔巴乔夫让拉

祖莫夫斯基和弗拉索夫跟叶利钦见一面，并建议他担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如果叶利钦要求就说，中央委员会没想“摆脱”叶利钦。3 

    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希望通过差额竞

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但选举证明社会上潜藏着对苏共极大的不满，

这次选举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 

    首先，在当选代表中，知识分子占到了 20%，有 88.1%的代表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缺少从政的经验。 

    第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 20%落选，有 30 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

当选，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在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耶夫、

市委第一书记格拉希莫夫都未被选上，州第二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

马。 

    第三，苏共的失败不仅表现在一批高中级干部落选上，更重要的在于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

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叶利钦没有被列入苏共的 100 名候选人中，他面临抉择：继续当部长还

是竞选人民代表，不甘放弃政治前途的叶利钦选择了后者。党不要人民要，叶利钦成了莫斯科人

的偶像，在选举时他得了破纪录的 90％的选票。4在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一些持激进纲领的候

选人，如索布恰克、勃尔德列夫、伊万诺夫、德尼索夫等当选。丘拜斯在谈到 1988 年列宁格勒

的选举时说：“民主派在彼得堡选举中的胜利让人震惊。民主派击败了党的州委的第一、第二及

第三书记！击败了党的市委第一、第二书记！总之，他们击败了所有共产党员。”5新当选的人民

代表、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奥·博格莫洛夫在与自己选区一位共产党组织的负

责人竞选中获得了 60%的选票，他感慨地说：“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美国

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选举以后民众心态的变化：“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

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

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突然间，人们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

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6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不仅为自己在政治上

                                                                                                                                                                       
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134 页。 
2 Медведев В.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 М.: Былина,1994. 

www.lib.ru/MEMUARY/GORBACHEV/medvedev.txt 
3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2008. С.495—496. 
4 В.В.Сог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85—2001: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есь Мир》,  2001. С.50. 
5（俄）阿纳托利·丘拜斯主编，乔木森等译，《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6（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卷，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5、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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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了反，而且也使他成了能向戈尔巴乔夫直接提出挑战的人物。他与苏共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了

反对派的领袖，苏共的历史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四、几点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苏

联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

革行事匆忙，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不顾现代政治的发展规律，盲目回归“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事实证明行不通。其教训是深刻的： 

    1、改革没有从基层做起。在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本来已开始了地方自治改革，十月革命打

断了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发展人民自治，但他并没有着手做，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

竞选。即便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能代表选民，但他在 2200 多名代表中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怀疑，

人民与政权分离的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民主应该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处着手。 

    2、现代政治是个分工明确的系统，在确定政治改革的目标时应该广泛吸取人类社会成功的

经验。苏联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幻想回到十月革命的理想状态去，他们并未认真研究

过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体制，当时也没有解决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

问题，立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为后来斯大林的个人专权提供了体制条件。虽然戈尔巴乔夫实现了

苏联人民代表真正由选举产生，但仅此是不够的，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必然导致混乱。局势的

发展逼迫他们最后走上了总统制之路，人民代表大会重归其立法者的地位，但又出现了共和国民

选的小总统们与中央抗衡的局面，最后小总统们把大总统的权力剥夺了，苏联也随之解体。 

    戈尔巴乔夫教条主义、理想化地把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运用到苏联的政治体制

改革中，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现代社会是分工明确的复杂系统，苏维埃不可能承担一切全权，

由苏维埃决定一切并没有改变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正如米格拉尼扬所说：“在我国政治体制中

回复到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只不过是对我们过去历史的一种浪漫的崇敬罢了。”1 

    3、不能把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立起来。苏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

手里。改变党垄断一切，提高苏维埃的作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两者的权力是不一样的，

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苏联的体制是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国家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部长会

议、各个部及各地的党和苏维埃机构控制着国民经济。书记处每周二开会，一般由党的第二把手

主持，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问题，实际上起着第二部长会议的作用。它还有一

项部长会议没有的职能，即撤换和任命干部。苏共中央政治局是苏共和整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

和中枢神经，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都是在政治局内决定的。政治局每周四上午开会，决定国

家的大政方针和一些急需处理的问题。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自身建设的

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因此，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戈尔

巴乔夫把这个机构抛开，另建一套机构，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号召

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说明他不了解政治局势，苏维埃在瘫痪了半个世纪之后，绝对不可能马

上成为权力的继承者。”2实践也证明，在各级代表大会建立起来后，它并没有，也无法承担起领

导国家的职责，代表大会成了辩论争吵的俱乐部。苏共需要改变领导国家的方式，从直接发布命

令转到把党的方针政策上升到法律，指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使管理者的权力来源于公民而不是

上级组织的任命，接受公民的监督与制约。 

    4、必须对党自身进行改革。苏共本质上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政党，这个权力巨大的机构

应该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上。虽然从 1987 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起，苏共开始在干部选举、机构

                                                        
1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第 75 页。 
2  ОниковЛ.  КПСС: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1996. 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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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党内干部的选举仍然流于形式，党内高层领导思想也不统一，党对具

体行政工作的干预并没有减少，雷日科夫、叶利钦因此与利加乔夫产生了尖锐矛盾。党的工作重

心也没转移到争取民众和进行党的建设上，对于社会上对苏共的攻击没有还手之力，苏共纠正了

历史上的许多错误，本可以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但他们并没有注意消除历史的负面影响，树立起

苏共的新形象，最后为历史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总之，从传统、专制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有社

会政治经济基础作保障，更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这是一个

复杂的工程，需要吸收各方的智慧，靠少数人教条主义地拍脑袋决策肯定是行不通的。 

 

【论  文】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内容提要】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

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使波罗的海

三国争权益的运动发展成要求独立的运动，戈尔巴乔夫没有找到好方法阻止这三国的独立。叶利

钦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争主权和最终抛弃联

盟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苏联彻底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联盟   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

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

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

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作为领袖的个人自

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联盟国家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一、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在苏

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支配的工

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10％。各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

者，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 

    80 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

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

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

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

会象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


